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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互聯網已經成為個人政治社會化的重要途徑，互聯網使用對政府

信任的影響愈來愈關係到執政黨合法性和公眾支持。本文基於2010

年「中國綜合社會調查」數據，採用傾向值匹配和工具變量迴歸儘可能

克服潛在的內生性問題，並深入探討公眾互聯網使用對政府信任的影

響。研究發現：相對於政府信任來源的兩種主流解釋—制度和文

化，互聯網使用對政府信任具有較好的解釋力；此外，相比於工具變

量迴歸結果，基於傳統OLS迴歸模型估計的互聯網對政府信任的解構

作用被低估了近3倍。該研究啟示我們在估算互聯網的效應時應儘可能

地避免內生性問題引發的偏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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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of Internet Use on Political Trust:  
Evidence from the 2010 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 

Xiaoxiao CHENG, Jianbin JIN

Abstract 

The Internet has been considered an essential means of individual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Moreover, the effects of Internet use on political trust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related to public support for the legitimacy of the regime.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data collected from the 2010 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 this study attempts to rule out a potential endogeneity bias by 

employing the techniques of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and instrumental 

variable regression to estimate the effects of Internet use on political trus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ompared with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factors, the use of 

Internet has had sufficient explanatory power in shaping individuals’ political 

trust. Moreover,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use of ordinary least squares (OLS) 

regression underestimated the effects of the Internet. These findings indicate the 

importance of removing a potential endogeneity bias in estimating the effects 

of the 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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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時代，社會化媒體似乎構築了一個「虛擬政體」，賦予公眾

線上圍觀、討論和參政議政的權能。不得不承認，這是一個充滿弔詭

和張力的世界。從公眾與政府的關係來說，一方面，互聯網打造出一

個「網絡化公共領域」，多元觀點和意見的交融催生「互聯網民主政治」

的美好圖景，形成一種「良性循環」（virtuous circle）（Norris, 2000）；另

一方面，「後真相」消解了事實的力量，大量由情感裹挾的輿論洪流引

導人們走向「塔西陀陷阱」（Tacitus trap）。1
 

可以說，公眾互聯網使用與政府信任的因果關係及其機制已成為

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是政府實現「善治」（good governance）、優化公

共管理和決策機制的重要保障。本文利用CGSS 2010數據，使用傾向

值匹配和工具變量兩階段最小二乘迴歸等方法，估算互聯網使用對政

府信任的真實效應。

政府信任的三大來源

政府信任研究起源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美國，受「越戰」和「水門

事件」的影響，美國民眾出現了犬儒主義式的政治冷漠，對民主體制產

生不滿和疏離（林岡、顧佳雯，2016）。在此背景下，政府信任的起源

與機制研究成為西方政治信任研究的一個熱點。2

政府信任來源的兩種主流解釋

回溯政府信任的起源研究，學界存在兩種主流的解釋路徑：制度

範式和文化範式（Mishler & Rose, 2001）。

根據制度理論，政府信任來源於政治體系本身，即政府為人民提

供公共物品的能力；人們根據績效供給能力進行理性的計算和評估，

當民眾對政府績效的感知越明顯，作為一種社會交換行為，公眾回饋

政府更多的信任（高學德、翟學偉，2013；Newton, 2001）。具體來說，

績效包含經濟、政治和社會文化等三個維度。就其經濟維度而言，學

者認為政府信任受到國民經濟發展水平和公眾對經濟評估的影響

Copyrighted material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2021).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61

互聯網使用對政府信任的影響

（Chanley, Rudolph, & Rahn, 2000; Hetherington, 1998; Wang, 2005）。例

如東歐政治轉型研究發現，個人對國民經濟狀況變遷的預期和感知是

影響新生政治制度評價的重要因素（Kitschelt, 1992; Plasser & Ulram, 

1996）。政治績效主要包括公民對在任領導和制度的評價、重大政治事

件、不斷曝光的政治腐敗及醜聞，以及政治透明度等，而社會文化績

效則體現在諸如犯罪率、社會財富的公平分配等方面（胡榮、莊思薇，
2017；胡榮、胡康、溫瑩瑩，2011）。在本土研究中，學者已經證實經

濟增長、民生福利、惠民政策、公共政策、生活滿意度、社會流動等

對政府信任具有顯著影響（孟天廣、楊明，2012；盛智明，2013；羅家

德、帥滿、楊鯤昊，2017）。

與制度理論不同，文化生成論從施信者（公眾）的角度出發，強調

政府信任的外生性；換言之，政府信任根植於政治系統之外的社會文

化規範和社會價值觀（福山，1998；翟學偉，2014），進而形成了政治

信任的「激勵結構」（黃健、鄧燕華，2012）。

基於文化範式的政府信任研究主要從文化主義和社會資本兩種理

論視角切入。文化主義起源於政治文化概念和公民文化理論，該理論

認為不同國家、社會和族群間的政治文化差異解釋了政府信任水平的

高低（Almond & Verba, 1963）。與中國有關的研究中，較有代表性的是

探討儒家文化及威權主義價值觀對中國高度政府信任的影響。例如，
Shi（2001）發現中國大陸民眾高度的政治信任水平與威權主義緊密關

聯，他指出中國文化中對上下關係的強調形塑了格外特殊的個人與權

威之間的關係。Tong（2011）的研究指出，儒家文化對政府「善」的價值

預設和對政府責任的理解與中國政府獲得高信任度有一定的關聯。馬

得勇（2007：85）通過比較亞洲八個國家和地區的政治信任分佈狀況，

得出「在一個具有專制或威權主義統治歷史的國家，人們對政府的信任

不僅基於政府的表現，而且也基於人們對權威的崇拜和依賴」的結論。

與此同時，他強調隨著現代化進程的深入，威權主義價值觀將受到一

定程度的削弱，從而降低人們的政治信任水平—該觀點與西方學者

提出的「批判性公民」（critical citizens）（Norris, 1999）和「後物質主義」

（post-materialism）（Inglehart, 1990; Inglehart & Welzel, 2005）「侵蝕」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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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信任的論斷不謀而合。實際上，文化主義觀點強調的是文化價值觀

和社會規範對個體早期社會化過程的影響，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儘管

有研究指出，隨著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轉型的深入，中國人的政治價

值觀演變成了混雜威權主義和自由民主的「分化後的權威主義」模式，

但威權主義仍可能保持其「威權韌性」（resilient authoritarianism）（李路

路、鍾智鋒，2015；季程遠、王衡、顧昕，2016）；同時，它亦可能通

過基因遺傳的方式保持世代間意識形態立場的相對穩定性（馬得勇、王

麗娜，2015）。

社會資本解釋視角的核心在於「網絡」和「互惠規範與信任」兩大要

素，強調公民可以從「非政治社會互動中發展出政治後果」（Norris, 

2002）。具體來說，公民通過參與公共事務形成橫向連接有利於增強人

們的普遍信任，而團體信任的溢出效應促進了個人對政府的信任。在

既有的社會資本與政府信任研究中，不同學者對社會資本的操作化存

在較大差異。有的研究基於個體社會網對社會資本進行測量（羅家德、

帥滿、楊鯤昊，2017），還有一些學者從個體實際政治行為出發，將社

會資本操作化為政治參與行動和社區參與行動兩個維度（胡榮、莊思

薇，2017）。研究者在操作化上的差異可歸因於社會資本概念的「多維

性」。具體來說，第一種測量方法依據的是林南（2005）的定義，即社會

資本是一種關係的財產，必須與文化、規範、信任等集體財產和物品

區分開來；第二種操作化基於普特南（Putnam）的概念定義，即社會資

本囊括網絡、規範和信任等若干核心要素。本研究採納後一種操作化

方式，一方面是由於社會網絡數據的可得性問題，另一方面是因為社

會資本是個體政治社會化過程的動態體現—根據「信任的終生學習」

機制，政治信任不僅在早期社會化過程中就已經形成，它亦會被新近

的經驗和事件所強化（游宇、王正緒，2014）。因此，通過納入個體政

治參與的行為數據，我們可以更為有效地測量社會資本這一政治社會

化因素對公眾政府信任的影響。除此之外，在社會資本範式的政府信

任研究中，政治效能感和社會信任水平亦是兩個重要的解釋變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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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接觸論：政府信任來源的第三種解釋

除了制度理論和文化生成論，在政治傳播領域中，媒介接觸 /使用

是一個被廣泛證實的解釋政治信任的重要變量（彭芸，2004；劉嘉薇，
2006；McLeod, 2000）。Chaffee、Ward與Tipton（1970）最先證實大眾

傳播媒介之於個體政治社會化的重要作用；此後，大量研究從媒介內

容—如框架理論（馬得勇，2016）和涵化理論（Lichter, Lichter & 

Amundson, 1999）、媒介類型（Becker & Whitney, 1980; Hetherington, 

1998; Moy & Pfau, 2000）以及媒介信任（劉嘉薇、黃紀，2010；Miller 

& Krosnick, 2000）等角度出發，分別探討上述不同的媒介維度對政治

信任的影響。儘管許多政治學者承認傳播媒介是政治系統和社會公眾

溝通的重要橋樑（胡榮、莊思薇，2017），但媒介尚未成為他們政治信

任研究中的重要解釋變量。

本文認為，媒介應被視為與制度和文化範式相提並論且互為補充

的、解釋政府信任來源的核心因素；媒介對個體政府信任的形成及塑

造機制是制度和文化解釋路徑無法涵蓋的。從制度主義路徑來看，其

最大的不足在於忽略了公眾感知政府績效的媒介途徑。例如Chanley等

（2000）的研究發現，國會和政府的行為通常在新聞報道（醜聞）中得以

曝光，而對這些醜聞加以報道的媒體恰恰是影響人們政府信任的重要

因素。王磊（2017）指出，中國的宏觀經濟績效依託於國家資源分配和

傳播系統的象徵性調節進行合法性的生產。可見，媒體通過對政府行

為和績效的報道，不僅為公眾提供了「曝光效應」或「直接的認知效

果」，更構築了公眾頭腦中的政治世界（張明新、劉偉，2014）。至於文

化主義的觀點，它雖認識到各種內化的價值觀對個體政府信任的影

響，卻忽視了媒體對大眾觀念和群體文化的塑造作用（施從美、江亞

洲，2017）。社會資本視角雖然強調了人際關係網絡中的信息傳播，但

並未充分認識到互聯網對人際關係網絡的影響；此外，個體通過線下

人際網絡所獲取的信息極其有限，其數量和規模與媒介所提供的信息

無法比擬（盧春天、權小娟，2015）。本質而言，信任作為一種主觀認

知和感受，亦是人們的一種積極性預期；施信者的信任依賴於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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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充分能夠增加博弈和交換中的信任關係（鄒宇春、敖丹、李建棟，
2012）。因而總體觀之，媒介提供了海量的政治資訊，媒介化的政治信

息同時極大降低了信息交流和互相監督的「交易成本」（陳福平，
2012），進而對個體政府信任水平產生深刻的影響。

隨著互聯網的深入普及，網絡已然促成了「虛擬政體」（virtual 

polis）和「新媒介政治」（new media politics）（呂傑華，2011），極大地改

變了政治傳播生態。在這一背景下，互聯網成為公眾政治信任的重要

來源，越來越多的政治和傳播領域的學者開始探討互聯網與政治信任

的關係（Lei, 2011; Lu, 2013; Stockmann & Gallagher, 2011; Zhu, Lu, & 

Shi, 2013）。在網絡時代，威權國家不會完全控制政治信息的傳播，微

博、博客、論壇等網絡平台為其提供了新的渠道；當傳統媒體刻意對

一些信息選擇性隱匿時，公眾便會更加依賴網絡媒體等非正式渠道獲

取相關信息（馬得勇、王麗娜，2015）。由此，公眾的日常上網行為已

經成為一種政治化的行動。通過「無形的滑鼠」（invisible mouse），公眾

充分享受到網絡所提供的三重機制：信息傳播、互動表達和公共參與

（張明新、劉偉，2014）。所謂信息傳播機制，是指互聯網「打破了政治

傳播系統的封閉性，減少傳播層級，提高透明度」（潘祥輝，2011：
36），壓縮了政治認知的交易成本，進而為公眾提供評價政府績效的必

要信息。與此同時，互聯網拓寬了政治互動和表達的空間，既對威權

主義價值觀產生了一定的消解作用，又提升了公眾的政治效能感（章秀

英、戴春林，2014）。此外，網絡的公共參與機制促進個體參與並介入

公共事務，從而創造出大規模的社會參與及集體社會資本（Thurlow, 

Lengel, & Tomic, 2004）。

綜上，我們提出第一個研究問題RQ1：

RQ1a： 互聯網是否已經成為影響公眾對政府信任的一個重要因素？

RQ1b： 是否互聯網使用與制度、文化和社會資本存在相互作用，

共同影響了公眾對政府的信任？

有大量研究在不同的社會情境中檢驗互聯網使用對政治信任的影

響。目前，針對西方社會的研究存在較大的爭議，譬如有的學者發現

互聯網使用與政治信任呈現正相關關係（Bailard, 2012），而有的則認為

互聯網使用「解構」了公眾的政府信任（Im, Cho, Porumbescu, &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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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在本土研究中，總體上發現網絡媒介對政治信任主要呈現負向

作用（程中興、廖福崇，2017；Tang, Zhang, & Martin, 2016）。

基於此，我們提出研究假設H1：

H1：互聯網使用負向影響公眾政府信任水平。

互聯網效應估計中的內生性問題

陳雲松、賀光燁與吳賽爾（2017）指出，在社會科學研究領域，內

生性（endogeneity）問題一直是懸在因果推斷頭上的一柄「達摩克利斯之

劍」（the sword of Damocles）。所謂內生性，是指在估計迴歸方程時，

模型中的一個或多個解釋變量與隨機擾動項相關，從而導致參數估計

出現了偏誤（Cameron & Trivedi, 2005）。可以說，社會科學定量分析的

本質是排除競爭性解釋（將其作為控制變量），然而任何一個模型都不

能做到「窮舉」，因此遺漏的競爭性解釋因子便會成為內生的，從而失

去因果解釋力（陳雲松、吳曉剛，2012）。本質而言，內生性問題主要

包括「聯立性偏誤」（simultaneity bias）、「自我選擇偏誤」（self-selection 

bias）、「樣本選擇偏誤」（sample-selection bias）以及「遺漏變量偏誤」

（omitted-variable bias）四個方面（陳雲松、范曉光，2010）。

鮮有傳播學學者關注到內生性問題。事實上，在估計互聯網效應

時，研究者面臨的最大挑戰在於聯立性偏誤，即「雙向因果」問題。例

如，陳雲松（2013）發現互聯網使用與非制度化政治參與之間的「抑制性

雙向因果」關係。通過對比OLS及工具變量（instrumental variable, IV）

迴歸結果，他發現互聯網的效應由於內生性問題而被極大地低估。
Tang等（2016）使用 IV方法證實互聯網使用和政治態度的雙向因果關

係。無獨有偶，有學者發現若不考慮雙向因果問題，互聯網對政治信

任的解構效應被低估了近兩倍（程中興、廖福崇，2017）。此外在一項

關係資本與政治信任的研究中，研究者亦發現政府信任與飲食社交的

雙向因果關係，IV迴歸顯示的估計係數是OLS迴歸係數的五倍（陳雲

松、邊燕傑，2015）。基於此，我們認為互聯網使用與政府信任可能存

在某種「互構」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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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聯立性偏誤，自我選擇偏誤的存在為互聯網效應的有偏估計

添加了另一種可能性。造成這一估計偏誤的實質在於，上網行為本身

就不是一個隨機行為，它是不同人群自選擇的結果；這些個體異質性

（heterogeneity）因素可能同時影響因變量（政府信任）—即使不對因

變量產生影響，傳統OLS迴歸分析得到的參數估計也會混雜著這些混

淆變量的效應，從而產生估算偏誤。第一道數字鴻溝研究已經證實，

年齡、受教育程度、性別、收入、職業、地區等人口與社會經濟特徵

的差異是產生互聯網接入溝（physical access gap）的重要原因（DiMaggio 

& Hargittai, 2001; Wei & Hindman, 2011; Willis & Tranter, 2006; Zhang, 

2013），而這些差異對政府信任也產生影響（盧春天、權小娟，2015；

薛可、余來輝、餘明陽，2017）。以年齡為例，年輕的公眾更傾向於使

用網絡獲取信息，而該群體可能因為本身帶有更弱的威權主義價值觀

而呈現較低的政府信任水平，由此互聯網對政府信任的效應就被「抑

制」了，導致學者難以對其真實效應進行準確的觀測和計算。對於這種

情況引發的內生性問題，較為便捷和有效的應對方法是傾向值匹配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目前已有許多研究採用該方法以儘

可能排除自我選擇偏誤（季程遠、王衡、顧昕，2016；馬得勇、王麗

娜，2016；趙曉航、李建新，2017；DiMaggio & Bonikowski, 2008）。

綜上，本文提出第二個研究問題RQ2：

RQ2a： 互聯網使用與政府信任是否存在雙向因果關係（互構），從

而影響了對互聯網真實效應的估計？

RQ2b： 互聯網使用否存在自我選擇偏誤，從而影響了對互聯網真

實效應的估計？

數據與模型

本文數據來自2010年「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2010）。該調查

採用多階分層概率抽樣設計，覆蓋中國大陸所有省級行政單位，對中

國100個縣（區）、480個居（村）民委員會、1.2萬戶家庭中的個人進行

了調查。調查總樣本量為12,000，最終有效樣本為11,785個。考慮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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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歲以下未成年人及65歲以上的中老年群體可能由於缺乏數字技術知

識和使用技能而較少使用互聯網，我們僅選取年齡為18–65歲的樣本，

在剔除相關重要變量存在缺失的樣本後，本研究使用的有效樣本為
9,936個。

模型設置

Ⅰ. 自我選擇偏誤的處理

由於互聯網使用與政府信任之間可能存在自我選擇偏誤，我們首

先採用傾向值方法對其進行控制。傾向值，即在給定一系列協變量或

混淆變量（confounding variables）的情況下，個體接受處理變量特定取

值水平影響的條件概率（Rosenbaum & Rubin, 1983）。本研究的處理變

量「互聯網使用頻率」有五個水平（從不、很少、有時、經常、總是），

我們採用傳統的傾向值方法，將其轉換為二分變量，計算每個個體的

互聯網接入得分。 計算公式如下：

p(X) = Pr [D = 1|X] = E [D|X]

式（1）中，X代表由一系列可觀測到的協變量組成的向量。根據文

獻綜述部分提及的產生互聯網接入溝的因素，我們選取年齡、性別、

受教育程度、戶口、黨員身份、職業、婚姻狀況、宗教信仰、父親國

際社會經濟地位指數和幸福感作為估算傾向得分的協變量。D表示處理

變量，即是否接入互聯網，1表示是互聯網使用者（干預組），0表示非

互聯網使用者（控制組）。本研究使用Probit模型計算得出每一個個體的

傾向值得分p(X i)，即個體接入互聯網的理論概率。得到傾向值後，我

們對得分相似的個體進行「配對」—例如，一種最為便捷的方法就是

找到傾向值分數相同（或相似）的分別位於干預組和控制組中的兩個個

體，將其進行「干預—控制」匹配—並得到配對後的樣本。由於匹

配的前提是個體傾向值在「共同支持域」（common support region）中，

因此分值極端的個體將得不到匹配而被刪除。我們最終得到匹配樣本

數8,725個。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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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聯立性偏誤的控制

本文基於控制自我選擇偏誤後的匹配樣本進行工具變量迴歸，以

驗證及處理互聯網使用與政府信任之間潛在的聯立性偏誤。

首先，建立預測個體政府信任水平OLS模型。方程如下：

Yi = β0 + β1Ti + β2Zi + β3Wi + β4Si + β5Xi + εi

式（2）中，Yi 表示 i個體的政府信任水平，Ti 表示 i個體的互聯網使

用頻率（五個水平），Zi 是個體對制度績效的感知，Wi 表示個體的文化

變量，Si 代表個體的社會資本變量，Xi是個體一系列控制變量。由於互

聯網使用與政府信任之間可能存在聯立性偏誤，即Cov（Ti，εi ）≠0，

因此式（2）計算的結果會存在偏誤。基於此，我們建立工具變量迴歸模

型，用以下方程組表示：

Yi = β0 + β1Ti + β2 Zi + β3Wi + β4 Si + β5 Xi + εi

Ti = γ0 + γ1Vi + γ2 Xi + ξ

式（4）中，Vi 代表工具變量組成的向量，ξ是隨機擾動項。該方程
組成立的條件是Cov（Vi，εi）= 0，Cov（ξ，εi）= 0，且Cov（Vi，Ti）≠0； 

也就是說，工具變量作為模型之外的衝擊，僅能通過主解釋變量（互聯

網使用頻率）影響政府信任，由此得出的β1才是互聯網使用對政府信任

的真實效應。

本研究採用兩階段最小二乘迴歸（two-stage least squares，2SLS）

法，首先對方程（4）進行迴歸，得到Ti的預測值 i；然後將 i代入方程

（3）替代並進行迴歸。

變量測量

因變量。本研究的因變量是政府信任。參照胡榮、莊思薇（2017）， 

本研究選取「層級信任測量」的方法，將政府信任劃分為中央政府和地

方政府兩個維度。問卷利用5級里克特量表（Likert scale，1 = 完全不可

信，5 = 完全可信）分別詢問被訪者對中央政府（平均數 = 4.33，標準差 

= 0.81）和地方政府（平均數 = 3.64，標準差 = 1.09）的信任程度。統計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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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表明了中國大陸「央強地弱」的差序信任格局（羅家德、帥滿、楊鯤

昊，2017）。由於本研究關注的是居民對政府的總體信任，因此通過主

成分法將2道題項進行因子分析，析出單個「總體政府信任」因子，使

用其因子得分作為居民總體政府信任的程度。

主解釋變量。本研究主要自變量為互聯網使用頻率。問卷對被訪

者「過去一年對互聯網（包括手機上網）」的使用情況進行5級量表的定

序測量（1 = 從不，5 = 總是）。描述性統計結果表明，被訪者的互聯網

使用頻率較低（平均數 = 2.07，標準差 = 1.48），且有近60.63%的被訪

者未接入互聯網。這一結果表明本研究通過傾向值匹配克服選擇性偏

誤的重要性。

其他解釋變量。根據文獻綜述，公眾政府信任的來源主要包括制

度、文化以及社會資本三大因素；本研究一同將其作為自變量納入模

型，以比較它們與互聯網使用之於政府信任的相對重要性。根據胡榮

等人（2011）的研究，本文的制度（績效）因素主要測量公眾對政府績效

的主觀感知，包括經濟績效、政治績效和社會績效三個維度。其中，

公平感（平均數 = 2.83，標準差 = 1.20）是經濟績效的代理變量，詢問

被訪者主觀感知到的收入公平程度；幸福感（平均數 = 3.75，標準差 = 

0.88）作為政府政治績效的代理變量，兩者均使用5級量表進行定序衡

量；相對剝奪感（平均數 = 4.05，標準差 = 1.71）則是作為對社會績效

的測定，衡量被訪者主觀階層認定的結果（被訪者需要在一個10級量表

上選擇目前自己所處的社會層級，數值越大表明越在社會頂層）。此

外，參照盛智明（2013），我們將「感知社會流動」和「預期社會流動」納

入制度因素中。CGSS2010問卷不僅詢問了目前自己所處的社會等級，

還詢問了10年前與10年後的社會等級。感知社會流動變量的建構為當

前與10年前自身所處社會層級評分的差值，若數值為負，則賦值1；

若數值為0，則賦值2；正值則賦值3。預期社會流動採取類似的指標

建構方法。描述性統計分析表明，分別有53.38%和66.23%的被訪者認

為自己經歷了向上的社會流動以及預期會向上流動。

本研究採用的文化變量是「威權價值觀」。我們使用問卷中的3道

題測量被訪者的威權主義傾向：「對於『領導送溫暖』等舉動，老百姓應

該感激」、「老百姓應該服從政府」和「如果政府侵佔了我個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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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能忍了」。答案根據5級量表設計（1 = 完全不同意，5 = 完全同

意），通過因子分析提取了「威權價值觀」因子，將其得分作為威權主義

程度。

對於社會資本因素，我們納入普遍信任、外在政治效能感、內在

政治效能感、社區投票和政治參與五個變量。其中普遍信任（平均數 = 

3.47，標準差 = 1.10）為被訪者對社會上陌生人的信任水平（1 = 完全不

信任，5 = 完全信任）。政治效能感的測量由一個包含11道題項的5級

量表組成，通過因子分析析出「外在政治效能感」和「內在政治效能感」

兩個因子，將其因子得分作為個體政治效能感的強弱程度。社區投票

根據「近三年，您是否在居（村）委會的換屆選舉中投過票？」一題測

量，52.76%的被訪者曾在過去三年參與過社區選舉投票。政治參與通

過包含7道題項的量表測量，通過因子分析合成「政治參與」指數（因子

得分）。

控制變量。本文的控制變量包括性別（男性47.63%）、年齡（平均

數 = 43.76，標準差 = 12.22）、受教育年限（平均數 = 9.28，標準差 = 

4.34）、戶口（城市居民52.29%）、職業類型（從未工作、務農、自雇職

業、企業職工、政府機關工作和其他）、黨員身份（黨員10.98%）、宗教

信仰（信教12.07%）以及曾遭遇政府有關部門或工作人員的不公正對待

（9.73%）。此外，在本土研究中，傳統媒體由於「黨媒姓黨」和「講政治」

的原則，而被普遍證實對公眾的政府信任水平具有積極的建構效應（胡

榮、莊思薇，2017；程中興、廖福崇，2017），我們因此將公眾的報紙

瀏覽（平均數 = 2.28，標準差 = 1.29）和電視觀看（平均數 = 4.13，標準

差 = 0.93）頻率加以控制。

工具變量選擇

工具變量的引入需滿足三個條件：一是解釋變量首先滿足內生變

量的前提；其次，選取的工具變量與內生變量具有相關性；第三是外

生性或「排他性約束」，表明引入的工具變量與擾動項不相關（陳強，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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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首先對條件一進行內生性檢驗，證實互聯網使用是一個內生

變量，需要引入工具變量。受到先前研究的啟發（陳雲松，2013；程中

興、廖福崇，2017；Tang et al., 2016），筆者採用「電腦使用偏好」作為

本研究的工具變量，將其操作化為兩個變量—「家庭購買的電腦數

量」和「2000年或2005年擁有電腦」。4
 其中「家庭購買的電腦數量」（平

均數 = 0.61，標準差 = 0.94）為直接測量；「2000年或2005年擁有電腦」

根據其最近購買電腦的時間進行折算，若其在2000年以前購買電腦（佔

比1.97%），則編碼3，2001–2005年購買電腦（佔比8.07%），則編碼2，
2006年以後購買或至今未購買電腦（佔比89.96%），則編碼1。

從相關性條件來看，理論上講，家庭購買電腦數量越多、越早購

買電腦的人，其使用互聯網的程度會愈深入。相關分析顯示，「家庭購

買電腦數量」與互聯網使用頻率的Pearson相關係數為 .55（p < .001），

「2000年或2005年擁有電腦」與互聯網使用頻率的Spearman相關係數

為 .22（p < .001）。這一結果說明本研究選取的兩個變量不存在識別不

足問題。此外，我們通過弱工具變量檢驗（Stock & Yogo, 2005）進一步

證明所選取的工具變量滿足相關性條件。

從外生性條件出發，一方面由於我們選定的變量為滯後變量，它

的取值已經固定，很可能與當期的擾動項無關；另一方面，作為一種

消費行為或個人異質性偏好，它在邏輯上與公眾的政府信任水平不存

在關聯—即使選取的變量可能「膨脹」了一些經濟條件較好的被訪

者，而經濟條件又會影響其政府信任水平；但通過控制相關變量，由

工具變量引入的可能性遺漏變量進而產生的偏誤便會得到較好地控

制。另外，本研究也通過事後判別（post-hoc analysis）分析，驗證了工

具變量的外生性。

總體上看，本研究所選取的工具變量，從理論、邏輯、相關研究

實踐積累的經驗以及統計檢驗結果上來說，都是有效的。5

實證結果與分析

前文提及，由於個體在人口和社會經濟特徵上的異質性，他們接

入互聯網的可能性存在很大的差異，這會導致在估算互聯網使用對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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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信任的影響時，由於潛在的自我選擇偏誤問題而產生有偏估計

（RQ2b）。為此，我們首先對原樣本進行傾向值匹配，利用原樣本和匹

配後樣本進行OLS（即方程2）擬合。通過對比表一的模型1（原樣本
OLS）和模型6（匹配樣本OLS），我們發現互聯網使用頻率的迴歸係數

相差無幾，在四捨五入後均為–0.6（p < .001），研究假設H1（互聯網使

用負向影響公眾政府信任水平）得到證實。同時，仔細對比兩模型各項

迴歸係數可以發現：模型1中互聯網使用的迴歸係數略微大於模型6；

其他變量對政府信任的影響效應、方向和模式上不存在太大差異，且

匹配樣本迴歸結果與前人研究結果（游宇、王正緒，2014；盧春天、權

小娟，2015；薛可、余來輝、餘明陽，2017）基本相同。這說明利用原

樣本進行OLS進行迴歸會略微高估互聯網使用對政府信任的解構效

應。基於此，我們認為互聯網使用的自我選擇偏誤是存在的，但其對

總體結果的影響並不大，RQ2b得到解答。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的初步研究結果—原樣本和匹配樣本OLS

迴歸結果在各變量的影響模式和效應大小上基本一致—是符合預期

的，因為前人研究同樣顯示匹配前後的迴歸結果差異不大。儘管如

此，正如胡安寧（2015）指出的那樣，「基於傾向值匹配得到的結論一般

而言要比傳統統計分析技術得到的結論具有更高的內在信度」，它「保

證了研究者進行因果推論的可能性」。因此，後續的分析將建立在匹配

樣本的基礎上。

為了解答RQ1a，我們基於匹配樣本對方程（2）進行層次迴歸分

析，將控制變量放入第一層，互聯網使用頻率、制度、文化、社會資

本等變量相繼放入第二、三、四、五層，形成表一的模型2–6。從模型

擬合結果來看，加入不同層次的變量後，模型的整體解釋力（Adjusted 

R
2）逐漸加強，從7%增加到19%，增加Adjusted R

2數據表明各變量對

模型的解釋力有不同程度的貢獻。另外模型6顯示，多數制度、文化和

社會資本變量的標準化迴歸係數的絕對值均大於互聯網使用頻率係數

的絕對值，尤其是威權價值觀（β = .20，p < .001）積極顯著地影響政府

信任水平，其效應幾乎是互聯網效應（絕對值）的8.5倍（基於非標準化

迴歸係數計算）。基於上述結果，似乎互聯網使用對政府信任的解釋力

很弱。然而由於可能存在聯立性偏誤，互聯網的真實效應或許被「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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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了。因此，我們引入工具變量對方程（3）和（4）迴歸，檢驗我們得

到的結果是否穩健。

表一　互聯網使用頻率影響政府信任的OLS及 IV-2SLS模型
a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互聯網使用頻率 –.06***
b

–.08*** –.10*** –.07*** –.06***
b

–.16***

制度（績效）變量

幸福感   .07***   .10***   .10***   .07***   .07***

公平感   .09***   .13***   .12***   .09***   .10***

相對剝奪感   .00   .02   .02   .01   .02

感知社會流動   .02   .02   .01   .01   .01

預期社會流動   .03**   .04**   .04**   .03**   .02*

文化變量

威權價值觀   .20*** .22***   .20***   .19***

社會資本變量

普遍信任   .12***   .12***   .12***

外在政治效能感   .15***   .14***   .14***

內在政治效能感 –.05*** –.04*** –.04**

社區投票   .05***   .05***   .05***

政治參與 –.03** –.03** –.04**

截距 –.62*** .79***   .85***   .13   .06 –.55*** –.45**

Adjusted R
2

  .20 .07   .07   .11   .15   .19   .18

Adjusted R
2
 change   .00***

c
  .04***   .04***   .04***

N 9,927          8,725

註：a. 不同模型均納入全部控制變量，由於控制變量的估計係數和顯著性測試結果幾乎沒有

變化，出於簡約性考量，控制變量估計係數省略顯示；表格中的係數為標準化係數；b. 由於

四捨五入，模型1和6的互聯網使用頻率的係數顯示相同，但實際上兩者存在略微差異，其中

模型1中的係數為–.064，模型6為–.057；c. 原數值為 .004。* p < .05, ** p < .01, *** p < .001

表一的模型7為 IV-2SLS結果。6 根據模型7，互聯網使用頻率對政

府信任的影響為–.16（p < .001），相比模型6中的係數，幾乎增加了3

倍（基於非標準化迴歸係數計算）。換言之，互聯網使用對政府信任的

解構效應在OLS模型中被極大地低估了。此外，互聯網使用的標準化

迴歸係數小於威權價值觀（β = .19，p < .001），但大於普遍信任（β = 

.12，p < .001）和公平感（β = .10，p < .001）等社會資本和制度績效變

量的效應，這說明互聯網使用已經成為政府信任的一個極其重要的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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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RQ1a）。通過對比模型7和模型6，我們發現制度、文化和社會資本

變量的係數和影響模式幾乎沒有發生變化，這再一次說明聯立性偏誤

對互聯網的真實解構效應存在抑制作用（RQ2a）。

此外，上述結果亦證實模型6中制度、文化和社會資本變量對政府

信任的影響結果是穩健的，為我們通過模型2–6考察RQ1b提供了契

機。我們發現加入制度變量後，互聯網使用的解構效應進一步增強；

加入文化變量後，互聯網的解構效應受到「沖刷」和「緩衝」，降低

至–.07；在進一步加入社會資本變量後，互聯網對政府信任的負影響

得到進一步緩解，其解構效應變為–.06。該結果表明：單一的互聯網

因素對政府信任的影響是有限的，互聯網與制度、文化和社會因素存

在相互作用，共同影響了公眾的政府信任水平（RQ1b）。

討論

本研究的出發點在於互聯網使用與政府信任之間的內生性問題遮

蔽了對真實媒介效應的估計。基於CGSS2010數據，通過採用PSM和
IV-2SLS等助益於處理內生性偏誤的統計模型，本文估算並證實互聯網

使用對公眾感知政府信任具有較強的因果性。不限於此，本節將深入

討論這樣一個問題：內生性視角究竟能為我們後續探尋和理解公眾互

聯網使用影響政府信任的社會性機制帶來怎樣的啟示？

可以說，程中興與廖福崇（2017）探討媒介使用和政治信任雙向因

果關係的研究為我們提供了很好的研究起點。然而，該研究在方法及

社會機制的闡釋和發現上存在些許不足，進而遮蔽了理論發展和創新

的可能性。從方法層面來說，該研究未能將產生內生性問題的其他類

型偏誤納入研究範疇。根據文獻綜述，在估計互聯網效應時，自我選

擇偏誤亦是產生真實效應估計偏差的重要來源。由於個體異質性的存

在，人們在接入互聯網的決策及使用程度上並非均質，而是一種自我

選擇行為。這種選擇性，一方面可能源於可觀察到的異質性（如年齡、

收入等），也可能來自一些無法直接觀測的因素。因此在估計互聯網效

應時，我們必須將選擇性問題考慮在內。本研究通過傾向值匹配儘可

能地控制了異質性因素的潛在影響，並證實這種自我選擇偏誤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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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聯網使用影響政府信任的社會機制的闡釋和解讀上，本文部

分贊同前人提出的「媒體抑鬱論」（media malaise）（Robinson, 1976）和

「新媒體抑鬱論」（盧春龍、嚴挺，2015）。根據媒體抑鬱論，現代傳媒

的商業化競爭使得新聞集中在負面報道，尤其是政治醜聞的曝光強化

了民眾的政治不滿、政治冷漠、政治疏離、政治犬儒主義以及政治不

信任等負向態度。當下，網絡媒體「在一定程度上通過『抑鬱』的方式

（如網絡防腐）曝光了地方政府的負面消息」（程中興、廖福崇，2017）；

由於網絡具有良好的「互動性」和「去中心性」，打破了由官方媒體自上

而下單向傳遞的政治傳播格局及傳統的政治社會化路徑，形變成為一

種「受眾主導」的多中心、多元化的網絡發散性結構。在這樣一個看似

扁平的結構中，實際上存在著一個「基於『情感化真相』的擬態環境」（史

安斌、楊雲康，2017），它的出現同時造成了信息傳播的「窄化」（韓

娜，2015），更為嚴重的是產生了「不對稱極化」現象，直接瓦解了「（網

絡）民主化的公共領域」（史安斌、楊雲康，2017）。此外，進入社會化

媒體時代，推薦機制和算法確認會迎合用戶的信息偏好，使得他們陷

入一個「自我增強循環」中，從而無形中產生一種關於現實和社會的「虛

假意識形態」而不自知。由此，一些有關政府負面的信息一經傳播便會

被放大且迅速形成社會儒染（social contagion），大大強化了互聯網使用

對政府信任的解構或「抑鬱」效應。

然而，上述機制或許僅能在一般社會性層面上具有解釋力，由於

異質性的存在，其解釋效力在不同群體中可能存在差異。本文所採用

的 IV-2SLS模型為探討該問題提供了契機。儘管在上文「模型設置」部

分我們已經基於理論論辯、前人研究經驗以及通過事後判別驗證並證

實本文所選取工具變量的有效性及外生性，但必須承認的是：工具變

量迴歸建立在一個強假設的基礎之上，即工具變量對內生解釋變量（互

聯網使用）的效應是均質的。實際上，不同群體的異質性往往導致樣本

對於外生衝擊的反應步調並不一致（陳雲松，2012；Xie, 2007）。如果

拋開這一假設，即承認本研究的工具變量「電腦使用偏好」對人們使用

互聯網的影響是異質的，那麼工具變量估計量應該更多地反映了具有

更高「電腦使用偏好」的樣本上，其值所體現的就不是基於樣本的總體

平均干預（互聯網使用）效應，而是一個加權平均值。7 這在工具變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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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中被稱為「局部平均干預效應」（local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LATE）

問題（陳雲松，2012）。如是，我們大膽揣測一種可能的情形：偏好使

用電腦的個體更傾向傾向於使用互聯網，形成群體間互聯網使用上的

馬太效應；8 同時，電腦使用偏好越強的個體更容易對網絡形成媒介依

賴（偏向使用互聯網獲取信息），而媒介依賴一方面可能直接對政府信

任產生負面效應，另一方面會強化個體對互聯網的使用，從而間接「解

構」個體的政府信任水平。如此，我們引入工具變量的過程無意中「膨

脹」了互聯網使用對政府信任的「解構」效應。

為了驗證潛在的LATE現象，我們在初始模型的基礎上納入「網絡

依賴」變量，9 同時將匹配樣本根據「是否使用互聯網」和「網絡依賴」切

分成不同子樣本，分別擬合 IV-2SLS模型。具體結果見表二。

為了便於比較控制網絡依賴後模型估計值的變化，我們將模型7

（未控制網絡依賴）的主要估計結果列入表二。結果顯示：相較於模型
7，控制了網絡依賴後的各模型中互聯網使用效應估計值均產生不同程

度的下降，但保持統計上的顯著性；網絡依賴變量在各模型中均對政

府信任產生「解構」效應。對比模型C1和C2，我們發現互聯網使用對

政府信任的「解構」效應在使用並依賴互聯網為主要信息來源的子樣本

中遠強於使用卻不依賴網絡獲取信息的子樣本；此外，模型C1中的互

表二　控制「網絡依賴」後的 IV-2SLS結果

使用互聯網樣本

全樣本 使用互聯網樣本
依賴互聯網獲取

信息樣本

依賴其他媒體獲

取信息樣本

模型 7 模型 A 模型 B 模型 C1 模型 C2

互聯網使用頻率 –.16*** –.15*** –.12*** –.14*** –.08*

網絡依賴 未控制 –.03* –.02 已分組控制

截距 –.45** –.44** –.45** –.84* –.96**

N 8,725 8,717 3,260 1,157 2,103

Adjusted R
2

.18 .19 .20 .21 .20

註：上述模型均納入所有控制變量；係數為標準化迴歸係數。* p < .05, ** p < .01, ***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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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網使用效應強於模型B的估計值。概言之，上述結果證實了強電腦

使用偏好樣本的LATE問題是存在的。同時，這也映射出過往研究對互

聯網使用影響政府信任的社會性機制的揭示不足，即網絡依賴作為互

聯網使用的重要維度之一在過往政府信任影響研究中鮮有涉及（姚君

喜，2014）。更為重要的是，偏好依賴網絡獲取信息的個體相較於偏好

通過其他媒體獲得信息的個體，更容易通過使用互聯網從而降低其對

政府的信任水平。10 可以說，通過對工具變量引發的LATE問題進行剖

析，我們的發現揭示出重要的政策意涵（如何對重度網絡依賴者進行有

效地傳播以培育和提升該群體對政府的信任），同時具備理論上的價值

（在未來的研究中應更加關注不同群體間異質化的媒介使用效果）。

上述分析似乎在某種程度上指向互聯網使用的獨立效應，然而必

須指出的是：網絡接觸僅是產生公眾政府信任的其中一種渠道，且其

影響效應和機制是有條件的。具體來講，通過層次迴歸分析，我們發

現在加入制度績效、文化和社會資本等不同層次的變量後，互聯網使

用對政府信任的「解構」效應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或「強化」或遭受

「沖刷」）。我們進一步驗證潛在的調節效應和中介效應。事後檢驗結果

表明，制度績效因素中的幸福感和公平感、作為文化因素的威權價值

觀以及社會資本因素中的社區投票變量部分中介了互聯網使用對政府

信任的效應。同時，威權價值觀亦是一個調節變量，它們與互聯網使

用變量的交互項積極顯著地影響政府信任水平。這些結果均說明互聯

網使用與其他政府信任的來源因素互相塑造並共同影響個人的政府信

任水平。11

在政府信任對互聯網使用的反向因果關係識別和驗證上，我們人

為地將互聯網使用和政府信任進行自變量和因變量的「轉置」（switch），

並執行迴歸分析。分析結果表明政府信任對互聯網使用具有顯著的負

向效應，這一反向因果機制的存在或許抵消（offset）了一部分互聯網使

用對政府信任的「解構」效應—也就部分解釋了為什麼OLS估計的互

聯網使用效應較工具變量估計結果被低估了3倍。結合上文發現的互聯

網使用對政府信任的「解構」效應，我們可以證實二者間雙向因果機制

的存在：公眾的互聯網使用頻率越高，其政府信任水平越低；而政府

信任水平越高，其互聯網使用相應受到了「抑制」。我們稱這種現象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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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對互聯網解構效應的「自主性免疫」。事實上，這一發現與陳雲松

（2013）提出的「抑制性雙向因果」觀點不謀而合—在其研究中，互聯

網使用可以擴大非制度化政治參與，但參與行動後則因為種種原因，

反而會減少相應的互聯網使用。我們認為，這種免疫效應產生的原因

一方面可能是由於公眾主動迴避或「選擇性接觸」的結果，另一方面或

許體現了公共議程設置的「外壓模式」（王紹光，2008）。值得說明的

是，換一個角度來看，免疫效應的背面—公眾的政府信任程度越

低，則可能越頻繁地使用互聯網獲取信息—直觀地體現出互聯網潛

在的建構作用。有學者（汪玉凱，2015）指出，網絡媒體（微博）對政府

行為和公權力的監督，促進了政府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以及政府行

為的規範性；更進一步，公眾在網絡上與官員進行線上溝通、網絡問

政、線上監督、網絡信訪和結社等方式，充分激發了公眾參與政治的

積極性和政治興趣，拓展了政治參與的規模，並形成了一種表達性政

治參與，進而提升公民精神、孕育政治信任（張明新、劉偉，2014）。

因此，我們不應過於悲觀地看待互聯網的解構效應，而是應該肯定其

對於個人政治社會化、政府公共管理和優化決策機制的積極作用。

結論

本研究從內生性視角切入，估計和探討公眾互聯網使用對政府信

任的真實效應。主要研究發現和結論可概括為以下幾點：

首先，互聯網使用的自我選擇偏誤、互聯網使用與政府信任之間

的聯立性偏誤是存在的，這使得通過傳統OLS迴歸估計互聯網使用效

果會產生嚴重的偏差。與傳統迴歸結果相比，工具變量迴歸中互聯網

使用對政府信任的係數大約是前者的4.01倍，互聯網的解構效應在傳

統OLS迴歸分析中被極大地低估了。

其次，「媒介接觸論」已經成為繼制度範式和文化範式後，解釋政

府信任來源的又一個重要的理論路徑／視角。互聯網使用對政府信任的

效應大小，已經超過了大部分的制度績效、文化和社會資本因素。然

而，互聯網使用帶來的政府信任效應同時受到制度績效、文化價值觀

以及社會資本等因素的影響；這些因素或建立了一種「橋樑」（中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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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或產生了調節作用，這說明互聯網使用影響個體政府信任的機制

具有高度複雜性。

最後，本研究再一次證實，制度績效、文化以及社會資本因素對

於政府信任的形成具有良好的解釋效力；在互聯網時代，這些因素仍

是政府信任的重要來源。在這些因素中，大部分變量對公眾的政府信

任水平具有顯著的建構效應。其中，威權主義價值觀對政府信任的建

構效應最高，它不僅作為互聯網使用對政府信任的部分中介變量，削

弱了互聯網使用的解構效應，而且顯著正向調節了這一解構效應。可

以說，威權主義價值觀已然成為了互聯網時代政府信任的一個「安全

閥」和「緩衝區」。

本文的主要理論貢獻在於將互聯網視為影響政府信任來源的重要

因素，並估算了互聯網使用對政府信任的真實影響。同時，本研究還

從方法上梳理、並通過嚴格的計量模型證實了互聯網效應估計中存在

的兩類內生性問題：自我選擇偏誤與聯立性偏誤。

在結束本文之前，必須指出兩個對本研究結論有效性的潛在威

脅。其中最大的威脅在於工具變量的完全外生性較難保證。可以說，

把模型之外的工具變量引入模型，儘管為因果模型識別增加了有效信

息，但帶來了噪音—這直接成為本研究的一個「軟肋」。然而筆者認

為這不應該成為批判甚至拒絕工具變量分析的理由。誠如陳雲松

（2012：211）所言，「實際上幾乎所有的定量分析方法都基於諸多強假

設…但工具變量的外生性作為一個工作假設，哪怕已經有充分的直

覺、理論和實證支持，但卻因為直接進入了分析過程之中而顯得格外

扎眼」；即使是最簡單的OLS多元線性迴歸，大多數的研究者也往往選

擇將迴歸分析的五個基礎假設拋諸腦後轉而直接進行模型的擬合。相

比之下，工具變量分析從被提出伊始便背負著「探尋社會中的因果關

係」的「初衷」和「使命」，已經把「社會科學的精確化」的目標向前推進

了一大步。由此，針對工具變量分析「方法論上的困難可以通過方法的

改進得以克服，但如果因為方法上的不足而放棄一整套分析問題的思

路，就會變成因小失大。」（胡安寧，2019：207）此外，具體到本研

究，筆者認為工具變量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了一件「盔甲」。這不僅是因

為我們已儘可能地論證和檢驗工具變量的有效性和外生性，更是源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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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工具變量引起的LATE的細化分析—它為我們帶來了對互聯網使

用影響政府信任的社會機制的深刻認識。至少我們可以確認，網絡使

用對於具有較強電腦使用偏好的個體來說，（部分因為他們更依賴互聯

網獲取信息）具有更強的政府信任「解構」效應；同時這也啟示研究者要

重視個體異質性導致的異質化媒介效果。

第二個威脅在於：本研究建立在二手數據的基礎上，一方面該數

據過於陳舊，另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我們對某些變量的操作

化。就前者而言，2010年CGSS調查未能囊括公眾微博、微信等社會

化媒體的使用數據。儘管現實情況是：其時社交媒體在中國大陸尚不

夠風行，公眾通過互聯網進行的信息消費（尤其是新聞消費）的「入口」

主要還是基於「大眾門戶」（如傳統新聞門戶網站），尚未轉換到個性化

和社會化的「個人門戶」（彭蘭，2012）。因此，我們的研究確實未能充

分體現「微博元年」（尤其是2011年「中國政務微博元年」）至今社交媒

體對中國大陸政治生態的影響—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將本研究結

果推論到當下情境的可能性。就變量操作化來說，由於數據所限，網

絡使用僅通過「使用頻率」進行測量，我們沒有也無法採用實質性的互

聯網使用（如具體的互聯網使用時間以及更為精細的互聯網政治性使

用）進行度量。此外，我們並未找到更好的指標測量經濟和政治績效，

而是採用收入公平感和幸福感進行代理測量。筆者承認上述兩個數據

問題是本研究的天然「缺陷」，但必須指出，這一數據在現階段條件下

具有不可替代性且與本研究設計最為適配。首先，CGSS作為中國大陸

最早的全國性、綜合性、連續性和公開的學術調查項目，其樣本最具

代表性和權威性；其次，從目前已開放的CGSS調查數據來看，最近的

調查中僅有2010年數據直接測量公眾對政府的機構信任。更為重要的

是，CGSS項目系統、全面地收集社會、社區、家庭、個人多個層次的

數據，涵蓋了豐富的不同主題的調查模塊，這為本文兩個工具變量的

選取提供了可供選擇的餘地—否則，本研究的具體設計就會面臨

「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尷尬境地。

可以預見，隨著社會化媒體的使用程度不斷加深，其在政治信息

傳播上的應用亦日趨深入，對中國大陸政治生態的影響愈發明顯。公

民的微信、微博等社會化媒體的政治性使用對政府信任的真實效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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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機制將是一個值得持續探討和檢驗的問題。筆者就此倡導後續的

研究能夠運用更加精細化的測量對該議題進行「複製性研究」（replication 

study）。

註釋

1 「塔西佗陷阱」描述的是這樣一種社會現象：當公權力失去公信力時，無論
發表什麼言論、無論做什麼事，社會公眾都會給以負面的評價。

2 在既有研究中，狹義上的政治信任往往被概念化和操作化為公民對特定政
府機構（如政府）的制度性信任。本文界定的政府信任與狹義上的政治信
任概念是可互換的。

3 根據Guo & Fraser（2015），具體匹配的方法主要包括核匹配（kernel matching）、
近鄰匹配（nearest neighbor matching）、馬氏距離匹配（Mahalanobis distance 

matching）等。本研究採用核匹配，匹配樣本通過了平衡性檢驗以及羅森鮑
姆敏感性分析。同時，我們採用了1對4近鄰匹配、局部線性匹配、馬氏距
離匹配進行穩健性分析，表明核匹配的匹配樣本是適用於後續分析的。由
於篇幅所限，本文不彙報具體的匹配過程。

4 根據陳雲松（2013），個體對於電腦等 ICT產品的個人偏好會成為一種穩定
的個人特性，是決定人們 ICT產品使用頻率和時間的重要因素。本研究選
取的工具變量借鑒的是前人研究中的成功經驗。例如程中興和廖福崇
（2017）使用「您用電腦嗎？是從來不用、偶爾用，還是經常用？」作為互
聯網使用的工具變量，Tang et al.（2016）將「網絡接觸」（家庭是否接入互
聯網的二分變量）作為工具變量，陳雲松（2013）採用「在2000年（含）之前
是否擁有手機」作為互聯網使用的工具變量，探討其對非制度化政治參與
行為的因果效應。我們選取問卷消費模塊「您家歷史上一共購買過多少台
（電腦）？最近一次購買是什麼時間？」題項對工具變量進行操作化。

5 我們採用異方差穩健的Durbin-Wu-Hausman (DWH) 檢驗證實互聯網使用
頻率是內生的（p < .001）。採用第一階段Robust F統計量驗證弱工具變量
問題，檢驗結果顯示該統計量為251.19，遠大於經驗值10，故不存在弱工
具變量問題。外生性檢驗首先進行2SLS迴歸，計算並獲取殘差，將殘差
對其他外生性變量進行迴歸，獲得R

2，構造檢驗統計量nR
2（n為樣本

量），使用卡方分佈檢驗。模型7的檢驗結果拒絕原假設（至少有一個工具
變量不是外生的）。此外，我們還採用Sargan-Basman檢驗再次驗證變量的
外生性，結果顯示Sargan-Basman統計量對應的p值大於0.1，即接受了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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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所有的工具變量都是外生的），進一步證明本研究選取的工具變量與
擾動項不相關，是外生的。此外，為了驗證 IV模型的穩定性，我們還採
用有限信息最大似然估計法（LIML）和廣義矩估計（GMM）擬合模型，其
結果與 IV-2SLS結果幾乎一致。由於篇幅所限，本文不呈現 IV-LIML和
IV-GMM模型結果。

6 模型7還控制了父親黨員身份和父親國際社會經濟地位指數，目的在於控
制潛在代際效應的影響。根據陳雲松（2013），改革開放以後，相對富有
的群體往往從體制中收益更大，對體制本身的依附性更緊，對體制的認同
度更高；因此我們控制父親的黨員身份。此外，國際社會經濟地位指數
（ISEI）與職業、教育程度、社會聲望顯著相關，既有研究顯示經濟條件和
人力資本會通過代際轉移，因此我們通過控制父親國際社會經濟地位指
數，儘可能地消除家庭環境等代際因素 /效應對個體政府信任的影響。我
們還擬合了不控制代際效應的 IV-2SLS模型，各解釋變量對政府信任的影
響大小和模式基本保持一致。

7 感謝匿名審稿專家提出的批評和建議。
8 馬太效應原指兩極分化的社會現象。在此處指的是具備較高與較低電腦使
用偏好的兩個群體會在互聯網使用水平上出現差異甚至鴻溝，前者會出現
互聯網使用上的「優勢」累積，而後者會更傾向於較少使用或基本不使用
互聯網。

9 測量受訪者對網絡媒介依賴程度，詢問受訪者哪一種媒體是他們最主要的
信息來源。若受訪者選擇互聯網為主要信息來源則編碼為1，其他（報
紙、雜誌、廣播、電視等）則編碼為0。

10 本研究進一步檢驗了工具變量、網絡依賴、互聯網使用和政府信任各變量
之間的關係。由於「電腦使用偏好」是潛變量，受到兩個工具變量的影響，
因此我們採用結構方程模型。擬合優度指標顯示整體結構模型良好 

（χ2
 (3，N = 8，725)  = 51.37，RMSEA = .043，GFI = .998，NFI = .994），檢

驗結果為：「電腦使用偏好」對網絡依賴（β = .49，p < .001）和互聯網使用 

（β = .52，p <.001）均產生積極顯著的影響；互聯網使用對政府信任產生
「解構」（β= –.14， p < .001）效應；網絡依賴在直接「解構」政府信任（β =  

–.03，p < .05）的同時，通過提升互聯網使用水平（β= .42，p < .001）間接
降低公眾對政府的信任。

11 由於篇幅所限，本文不呈現中介和調節效應檢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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